
 

特色专题

“双碳”战略下国外跨境区域出行研究进展及
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启示
刘亚南 1，周江评 2，杨林川 1*

摘要　回顾了全球范围内相关研究，从移民与跨境迁移、跨境日常出行 2 个方面展开讨论。根据当前

研究存在的空白和未来发展潜力，指出了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出行未来应更关注日常出行行为的微

观研究（不同时空、不同出行目的、不同群体的个体层面等），促进绿色出行习惯，为提升低碳交通设

施和政策提供依据。跨境出行的日常化不仅是跨境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还可以推动更多维度

和更深层次的“双碳”型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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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出行是指跨越不同国家或地区边境的人员

往来，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通过边境检查或豁免

检查进入附近另一个国家或地区[1−2]。跨境出行需求

是基于贸易互利双赢原理[3]产生的。不同国家或地区

在资源、生产条件、资本、劳动和技术等方面存在绝

对优势或相对优势，这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开展贸易活

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从而推动了跨境出行需求的

产生。国际社会经济活动与合作随之增多，跨境出行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地区边境日益频繁。

中国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跨境区域合作发展的典

型代表，香港、澳门和广东三地通过陆路、海路、跨海

大桥紧密连接。随着科技发展与城际交通基础设施

的逐步完善，三地各类人群的日常出行逐渐超越城市

行政边界与边境障碍，往来日益密切。跨境出行人群

交通需求量和出行频率增大，出行目的多样化，出行

目的地空间分布越来越广[4]。2023年和 2024年发布

的《（香港）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

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

总体方案》均旨在进一步促进跨境区域三地的合作与

发展，强调跨境交通网络设施的重要性 [5]。然而，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指出，“粤港澳市场

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

动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因此，结合“十四五”综合

交通规划指导理念，“双碳”战略成为指导大湾区交通

体系发展的重要方针，实现绿色可持续的交通发展模

式，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重要支撑和促进作用。

国际上，跨境出行还被认为可以提升跨境区域居

民的凝聚力和认同感[6]。“一国两制”下的粤港澳之间

跨境出行的便利化对于有效增强港澳居民对“一国”

的认同亦具有特殊意义。但是，由于存在边境阻碍，

跨境区域城市之间的交通出行与普通城市之间出行

的影响因素及机制有所差异，并受到更多因素的影

响。目前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境出行研究较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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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对当前各类相关设施和政策的全面认识与评估。

城市与区域交通系统，在落实“双碳”战略过程中，除

了节能减排技术的广泛应用，还应注重居民绿色出行

需求，推广轨道交通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提升公共交

通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优化交通结构，以便更好地承

接和服务跨境出行需求。

跨境区域出行行为和影响机制研究可以辅助预

测各种交通需求量及行为，针对性地提供所需设施和

服务，为政府决策和经济市场提供依据，利于跨境区

域城市群的社会经济合作与进一步融合共赢，对促进

边境周边城市融合发展与设施提升起到重要作用[7]。

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跨境区域出行相关研究最新进展

进行总结，通过分析和借鉴不同国家/地区跨境出行行

为与影响机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未来中国粤港澳

大湾区跨境出行行为研究方向，实现大湾区可持续发

展，达到“双碳”战略下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目标。 

1    移民与跨境迁移研究进展

跨境区域移民与跨境迁移的研究多集中在经济

商业、旅游管理、交通运输等领域。经济商业领域的

研究更关注各项经济因素（汇率、税率、宏观市场情

况等）对跨境迁移以及跨境出行需求量的影响。从经

济发展层面，跨境出行量对跨境区域两侧国家/地区的

零售产品价格、市场规模预测、产业发展等有重要指

示作用，辅助预测国家经济类政策可能产生的市场影

响。旅游管理领域更关注与跨境旅游人群相关的设

施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对跨境旅游需求量的影响，从

而辅助相关零售业和旅游服务行业的预测与发展。

交通运输领域的研究更加关注地理因素、建成环境、

个人/家庭社会经济属性以及出行特性等对具体出行

行为（例如出行目的、出行交通模式等）的影响机制，

最终提出可持续交通规划管理和政策措施。

在以往相关研究中，经济商业因素（例如汇率、商

品价格、收入等）被认为是影响跨境区域城市间居民

迁移的最大因素。货币汇率的变化会影响跨境区域

两侧商品货物的价格，而价格差异是跨境区域城市间

购物人群的主要出行动力[8−9]。跨境区域一侧国家/地

区的货币汇率与对侧国家/地区的跨境出行需求量呈

现显著负相关[10]。当一个国家/地区的货币贬值时，对

侧国家/地区的人们更愿意来到这个国家/地区购物，

交通迁移量就会正向增长。此类研究多见于北美洲，

如美国−加拿大边境和美国−墨西哥边境[10−13]。例如加

拿大货币增值时，加拿大临近美国边境区域的人们前

往美国购物的人次增加，而加拿大本国消费额降

低[10]。且这一现象随着到美国购物目的地的距离的增

加以及加拿大当地居民收入的增加而减弱。由于欧

元的广泛使用，欧洲境内各国较少存在汇率对跨境迁

移量的影响。亚洲境内的相关研究缺乏。

商品和服务价格也是影响跨境出行量的一大因

素，相关研究多见于旅游和商业期刊。通过研究中国

大陆与中国台湾的旅游服务价格与游客需求量的定

量关系，用于“价格-数量”模拟，为旅游机构和政府决

策提供支持[14]。跨境区域人们会衡量商品价格与出行

交通花费的差价来决定是否出行[15]。从享乐主义

出发的研究发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区域购物人群决

定是否跨境购物的行为更容易受到对面境内更低货

物价格的影响[16]。

税率对跨境区域出行需求量也有显著影响。加

拿大境内消费税税率的增加会促进加拿大居民前往

美国边境进行消费[11]。宏观市场环境、政治因素、社

会事件甚至科技变化也会对跨境出行有显著影响[13, 17]。

股票价格通常受到以上经济和社会因素影响，在沙特

阿拉伯和巴林跨境区域研究中发现股票价格在跨境

交通需求量预测中有显著作用[18]。

网络化/体系化的跨境交通设施对提升跨境区域

城市居民的移动性和出行需求量有正向促进作用[19]。

零售设施的服务、质量、可用性等对跨境出行数量与

频率有显著影响[16]。良好的景观资源也会吸引跨境旅

游出行[20]。在跨境迁移/移民行为研究中，迁移前后环

境差异更大、更好的房屋居住条件和社区环境可以提

升生活质量感受，对跨境迁移有积极作用[20]。

除以上典型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分别被少数研

究验证。个人感受、心理因素对跨境购物和旅游出行

需求量有影响。跨境购物人群在出行过程中的个人

愉悦度、娱乐休闲感受会影响跨境购物人群的数量和

出行频率[16]。消费者的出行动机会影响跨境购物行

为[17]。对出行目的地的服务质量感受以及获得的愉悦

感对跨境购物决策有积极影响[16]。在美国—墨西哥边

境，由于毒品贩卖产生安全问题，跨境出行人群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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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感知也会显著影响出行需求量[21]。跨境区域两侧的

文化异同对跨境出行需求量在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

影响。在欧洲境内，文化差异性越大，跨境旅游出行

需求量越大[22]。然而，同样是针对跨境旅游人群，在东

南亚研究中跨境区域两侧的文化及语言的近似性越

大，出行需求量越大[23]。研究认为，文化、娱乐活动及

安全等对跨境出行需求量的影响都弱于经济类因素

及出行特征（旅行花费、收入等）因素[24]。除此之外，

天气和假期情况也对跨境出行量有显著影响[18]。一年

多次往返签证类型促进部分跨境出行者从旅游出行

转变成日常购物出行，增加跨境出行量[2]。 

2    跨境日常出行研究进展

跨境日常出行研究涉及多个方面，包括跨境通

勤[25]、跨境旅游[14, 20]、跨境零售购物[11, 26]、跨境合作[19]

以及跨境教育通学[27]等。这些研究通常利用概率预测

模型和回归分析模型来计算出行需求量、频率、交通

模式选择、出行决策和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宏

观统计数据和个人尺度数据均在此类分析模型中被

广泛应用。目前研究得到的跨境日常出行的影响因

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在不同国家/地区，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跨境出行

人群的出行感知和满意度可能不同。跨境出行意愿

与态度直接影响跨境出行实际行为的发生，通常用幸

福感计算模型。幸福感计算模型一般通过问卷或者

访谈模式进行个人尺度调研。受访者根据研究者设

置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打分或选择评价等级，从而体现

自己在出行中的感受/满意度。

边境两端城市的人口规模以及人口特征对跨境

出行行为有显著影响。首先，边境一侧城市人口相对

另一侧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则本侧城市内居民出行前

往另一侧境内的人口比例就越小[11]。在针对欧洲居民

的研究中，边境地区城市的人口结构以及就业机会对

潜在跨境出行者的预测有显著影响[19]。在墨西哥—美

国边境城市，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工作人群、寻求更低

教育成本的学生、一侧居民在另一侧境内有亲戚家人

等社会关系的这几类人群会更加频繁的往返[13, 28]。在

针对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一项研究中，

儿童和青少年由于要接受更好的教育，往返两地的数

量和频率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大[27]。

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对跨境交通模式选择有显著

影响[29]。一项关于卢森堡边境区域跨境通勤者的研究

通过调查大量跨境出行者的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以及

通勤出行情况，应用二项逻辑回归模型计算各个因素

对跨境出行者交通模式选择的影响，得出：年长者和

低收入者在卢森堡−法国的跨境通勤中更大概率选择

公共交通，家庭中有孩子以及有私人汽车的个体更偏

好开车上下班。个人心理因素也会对跨境出行交通

模式选择产生影响，例如个人生活经历、对公共交通

设施的熟悉程度、生活模式、个人行为习惯以及对待

公共交通的观念态度等[29]。

个人态度和特性对跨境出行满意度有显著影响，

从而影响跨境出行行为。美国−加拿大跨境度假出行

的人们更具有个人主义特征，他们的跨境度假出行计

划显著受到汇率、价格、税率和服务等的影响。相比

北美文化特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境内消费者更具

群体主义，对未来跨境出行的需求则较少受到这些因

素的影响[30]。跨境出行中的态度（例如对交通模式和

设施的安全性与舒适性的评价）比个人社会经济属性

对通勤满意度的影响更大[25]。一项关于欧洲跨境通勤

者的研究发现，高收入跨境人群的身体健康状况更

好[31]。这可能与高收入者饮食更健康有关系。

跨境旅途中的交通特性也会影响出行决策，例如

等待时间和旅行花费。在美国−加拿大跨境区域的出

入境口岸的等待时间和拥堵情况会影响居民跨境出

行意愿[12]。一般情况下，由于出行人数众多造成的拥

堵对跨境出行意愿有消极影响。然而由于安保设施

增加导致的等待时间变长对部分跨境出行者具有积

极作用[28]。旅行花费对出行的消极影响在跨境出行行

为中也同样存在，并且由于跨境出行口岸的存在使得

出行不连贯，从而增加了旅行负担[32]。

地理空间分析模型可通过空间回归/可达性计算，

分析跨境区域交通出行的空间特征，得到设施的空间

分布如何影响跨境区域交通出行行为。跨境区域城

市间的距离也被证实对跨境出行有显著影响。在对

加拿大−美国跨境出行的研究中，发现一侧境内居民

所在地距离跨境区域另一侧境内的城市越远，则对跨

境出行购物的决策具有消极影响，出行需求量越小[11, 15]。

然而，在一项针对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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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购物研究中，发现出行者的出发地和最终在另一

侧境内购物目的地之间的距离对跨境购物的决策没

有显著影响[17]。除距离因素外，居民对城市/跨境交通

设施的可达性也对跨境出行需求量有显著积极影响[19]。

居住在跨境区域城市郊区的居民在日常跨境通勤中

偏好使用私人小汽车。工作地点有停车设施的跨境

工作者更偏好自己开车。而在人口密度更大、各项公

共服务设施更全面多样、公共交通车次更多的区域，

跨境通勤者更偏好使用公共交通。跨境通勤距离增

大时，会增加使用公共交通的概率[25, 33−34]。

在跨境出行频繁发达的边境区域，例如美国—墨

西哥边境两侧城市，跨境出行的人们往往有多个目的

地可供选择[13]。首先，人们常选择距离出发地/居住地

点更近的海关过境站点。过境后在购物目的地选择

时，如果人们的工作地点也在对侧境内，则他们偏好

选择距离对侧工作地点更近的地点，而这个地点往往

跟过境海关站点的距离远近没有明显关系[13]。持有多

次往返签证的人群的购物活动更多分布在郊区次级

商业中心，在满足日常购物需求的同时避免去拥挤的

主要商业中心[7]。除此之外，交通设施的单一性和通

达性也会影响跨境出行的目的地选择和空间分布[32]。 

3    “双碳”战略下的中国跨境区域出行研究展望
 

3.1    从特定跨境行为到日常跨境行为

按照亚当•斯密的国际贸易理论，随着国际贸易加

深和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除固有的自然条件之外，

后来获得的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在这一过程中，

通过国际分工使各合作国在某些生产方面达到绝对

优势或相对优势发展，从而增加本国财富[3]。而跨境

区域一体化的本质是通过跨境国家/地区之间的内部

合作和分工，增强本跨境合作区域的综合实力，达到

在国际上更大的绝对优势或相对优势。中国应通过

发展跨境连接区域来进一步促进两侧的一体化发展，

实现物理意义上的产业跨境合作，充分融合、叠加粤

港澳的各自优势，采用“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等新体制，

产生化学反应以达到深度合作模式。在这个过程中，

跨境出行日常化是跨境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推进跨境区域深层次一体化的

过程中，“双碳”战略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这意

味着在跨境合作和交通出行中，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

和区域发展，还需要将减碳和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纳入

规划之中。例如，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该优

先考虑低碳或无碳的交通解决方案，如电动公交车、

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体系等，以减少跨境交通带

来的碳排放。此外，通过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交通效

率，满足各种出行需求，减少拥堵，也是实现“双碳”目

标的一种途径。

跨境出行的日常化对跨境城市相关设施和服务

提出多样化的新需求，促进两边国家/地区在更多维度

进行合作与融合，达到更深层次的一体化发展。跨境

出行的日常化在欧洲境内最为常见，欧洲境内各国边

境政策开放、居民跨境活动自由度高。居民跨境出行

日常化体现在出行目的、频率和规模等方面。

在现有相关研究中，整体上欧洲和北美洲已有一

些对地理及建成环境因素的研究基础，但研究数量和

范围有限，对交通设施的讨论主要局限在地理距离、

公共交通供给、路网连接性、居住条件上。亚洲相关

研究目前以偶发的跨境购物和旅游出行为主，缺乏对

更多日常出行行为的研究，例如高频率的跨境公共交

通通勤通学、零售购物等。与城市内部的出行行为研

究相比，跨境出行研究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例如需要

讨论不同文化背景下，更多的城市和交通设施对具体

不同跨境出行行为的影响，甚至政府管理制度与法律

层面的融合。

与欧洲跨境城市群相比，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群在人口密度、城市规模、地理环境上有很大差别，

欧洲相关研究结论不能完全直接套用在大湾区跨境

城市群。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发展和融合上

比完全边境独立的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存在比较

优势。鉴于此，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跨境区域一体化

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双碳”战略带来的机遇，推

动绿色低碳的跨境出行模式，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3.2    从出行行为微观研究支撑“双碳”战略下区域

一体化发展政策落地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推进，经济集聚和产业分

工创造了城市间新的交通需求，如购物、通勤、上学、

探亲访友等，增加了城市群的凝聚力[35]。一个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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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就是荷兰兰斯塔德—比利时城市群。粤港澳大

湾区由于重要的区位及“一国两制”体制的特殊性，面

临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需求和边界阻力的双重压力，因

此亟需进一步推动跨境融合发展。与传统城际交通

研究不同，由于历史、制度、文化等因素的作用，跨境

交通的机制更为复杂。

往返两岸的普通居民的出行行为正由单一的旅

游行为转向多样的日常活动，例如购物、通勤、上学、

商务等。随着两岸通行便利性的提高，往返行为趋于

日常化，出现“出行同城化”现象。这些变化对城市管

理和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此类跨境

出行中，不仅需要关注经济因素对出行的影响，还应

考虑大量跨境日常出行对设施、服务、政策的需求。

尤其在城市规划与交通领域，更应关注跨境区域日常

出行所需的城市和交通服务的供给和提升[36]。两岸政

府在行政管理制度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逐渐加强，

构建绿色集约、便捷顺畅、经济高效、智能先进的综

合交通网络[32]。

进行微观跨境出行行为的研究（不同时空、不同

出行目的、不同群体的个体层面），有助于提出详细且

切实可行的交通服务优化策略。在“双碳”战略的指

导下，这种研究可以促进大湾区建设在微观层面实现

设施匹配、服务质量提高、跨境低碳出行精细化管

理，并推动交通体系高质量发展[37−39]。 

4    结论

不同国家/地区有研究共性，但依据自身情况对不

同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有不同侧重。根据当前相关研

究存在的空白点和未来潜力，指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

跨境出行未来应更关注日常出行行为的研究以及地

方化的高密度人口、建成环境、不同地理因素对出行

需求和行为的影响。跨境出行日常化既是跨境区域

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对跨境城市相关设施和服

务提出多样化的新需求。研究跨境出行特征与需求，

对促进两边国家/地区在“双碳”发展要求下的深层次

合作与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厘清跨境区域出行行为与各相关因素之间

的关联机制，是提升跨境出行中的所需各类设施和服

务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

国家已经描绘了它下一步的发展愿景，成为优化有关

跨境交通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引领。“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借鉴其他地方跨境交通的研究成果

和发现，同时发掘当地的特殊性，将有助于跨境区域

各地政府部门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粤港澳大湾区跨

境交通政策和建设、提升相关交通服务，实现“双碳”

目标下的区域一体化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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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f research on transportation in cross-borde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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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border trips among bordered cit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on a global scale. These trips are frequent and

varied throughout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Upgrading the transport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ross-border  low-carbon  transport  is  a  key  measure  to  promote  the  region's  integrated

development under China’s dual carbon goals. In this study, by reviewing relevant researches around the world, immigration and cross-

border  migration,  and  cross-border  daily  travel  were  discussed.  Based  on  current  research  gaps  and  development  potential,  it  was

suggested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micro-research on daily cross-border travel behavio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promote green

travel  habits  and  provide  a  basis  for  improving  low-carbon  transport  facilities  and  policies.  Daily  cross-border  traveling,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regional  integration,  can promote more-dimensional  and deeper  integration process under  the

dural carbon goals.

Keywords　cross-border transportation; Greater Bay Area; travel demand; mobility; travel behavi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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